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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彭 莹 刘华军*

摘要：提高能源生产率不仅是能源发展改革的历史使命，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本文从全要素角度测度了中国省际能源生产率指数，从理论和实证层面

揭示了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样本考

察期内，中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态势由负转正，且各地区增长幅度存在明显的

差异。从全样本及分时期回归结果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演进能够

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分地区回归结果意味着，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要

充分重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提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处于工业化后期

的地区应同时兼顾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本文建议从因地制宜推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煤炭资源清洁低碳发展、吸引高质量外资等方面提升我国全要

素能源生产率。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全要素能源生产率；SBM模型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

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作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重要维度。高质量的要素投入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基础，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关键。因此，提高要素的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提出的新要求。在经济增长

所需的众多要素中，能源作为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攀升。2017年，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为44.9亿吨标准煤，是1978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86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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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主要能源进口国。然而，能源在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

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根据《BP世界能源展望（2017版）》，2015-2035年中国的

能源产量将增长38%，能源消费增长将达到47%，能源进口依存度将从2015年的16%上升至

2035年的21%。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迅猛，2017年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

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0.8%，比上年增加了 1.3%。但不可否认，煤炭、石油等化

石燃料的消耗仍然占据能源消费榜首。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迅

速增加，全球气候明显变暖（Day, C. and G. Day 2017; Pereira, 2018）。而对能源消费需求的

不断增长又会进一步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如此恶性循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当

前，能源消费过程中的能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

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林伯强、杜克锐，2013; Yuan et al., 2014）。为此，在高质量发

展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不仅是破解能源供应趋紧和生态环境恶化

双重约束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客观要求。

结构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钱纳里等，1989；陶新宇等，2017）。优化经济

结构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样地，能源的高质

量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众多结构因素中，产业结构优化是影响能源生产率

增长的重要力量。产业结构优化意味着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方向演进（周振华，

1992），通过改变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者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从低水准

向高水准发展，从而影响生产率增长（吕铁、周淑莲，1999）。围绕产业结构如何影响能源效率

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能

源资源会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重新配置，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差

异，因此产业结构优化会对能源效率产生显著影响（Shen et al., 2015; 吕明元、陈维宣，2016；
Lin & Xu, 2017；于斌斌，2017）。能源效率评价的是研究主体的静态绩效，并不能完全捕捉

能源利用的动态变化（Honma & Hu, 2009; Chang & Hu, 2010; Cao et al., 2017）。相比而言，能

源生产率是比能源效率更为全面的评价指标，更能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动态变化。根据已

有研究，产业结构优化会对能源效率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具体到能源生产率层面，产业结构

优化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不断调整优化的产业结构是否可以成为提高全要素能源生产

率的重要抓手？上述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明确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

率增长的作用方向及影响强度，对于从结构视角提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揭示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可能的

边际学术贡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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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并将其应用于探究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中。

二是从全要素角度，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框架，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测度中国各省

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三是理论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

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从全样本、分时期以及分地区三个层次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产业结构

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

二、理论框架

能源生产率是一定能源投入所带来的商品或服务的产出与数量（王兵等，2011）。根据考

察要素的多寡，对能源生产率的衡量可分为单要素指标和全要素指标。其中，单要素指标使

用较多，如单位能源投入的GDP产出（高振宇、王益，2006；张宗益等，2014）、能源消费强度（杨

正林、方齐云，2008; Li & Lin, 2014; Yan, 2015）等。然而实际生产过程中，要素资源的投入不

仅会形成经济产出，也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排放。若将各种要素资源作为投入，经济产出

视作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排放视为非期望产出，那么可以将各区域视为一个由资源、环境和经

济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投入产出系统。根据上述分析，单要素能源生产率指

标难以反映整个投入产出系统对能源利用的真实情况。考虑到能源必须和其它投入要素一

起使用才能生产出产品（Hu & Wang, 2006），而全要素指标能够同时兼顾资本、劳动、能源等

投入要素的相互替代性以及它们对产出的共同影响，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研究主体效率的动

态变化，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应用（杨洪亮、史丹，2008；魏楚、沈满洪，2009；Zhou et al.,
2012；李兰冰，2015; Tao & Li, 2018）。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正是基于全要素思想构建的，用以

反映被评价主体能源效率动态变化的指标。因此，本文将围绕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展开研

究。

（一）总体理论框架

能源要素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源生产率，而能源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结构的优

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是影响能源生产率的重要结构变量。具体而言，伴随产业结构向合理

化推进，能源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重新配置，通过合理化效应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

长；而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演进，则意味着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通过高度化效应作用于全要

素能源生产率增长。除了产业结构优化这一因素外，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

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一般认为，不同能源品种之间存在质量差异，如

煤炭的功效转化率相对较低，故由煤炭消费向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转变，可能会促进全要素

能源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也会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研发资金投入

等的不同而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产生一定影响。此外，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

直接投资的引入也会带来先进的技术，从而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综合上述分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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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总体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总体理论框架

（二）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不断升级的过程。国内学者

周振华（1992）最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基本点是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以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合

理配置为前提，反映了不同产业间、不同结构间要素的协调能力，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

标志。各产业部门在对资源的需求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结构红利假说，

当要素资源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的部

门流动时，会促进生产率增长（Peneder, 2003; 张宗益等，2014）。同理，从理论上讲，当能源资

源从某一低能源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的产业向高能源生产率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产业转

移时，也会带来能源生产率的提高，反之，则会导致能源生产率下降。产业结构高度化以技术

创新为基础，反映了产业结构从低水准向高水准发展的过程，是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客观要

求，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本目标之一（周振华，1992；袁航、朱承亮，2018）。根据库次

涅茨的结构效应理论，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随后转向低污

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Grossman & Krueger, 1995）。具体

到产业结构层面，产业结构高度化体现为产业内部劳动、资金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

产业演进，意味着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被低污染、低耗能、高附加值的

产业替代，这种产业转型将会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Atalla & Bean, 2017; Lin &
Chen, 2018）。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可以从资源、环境、经济三个层面具

95



体分析：

（1）资源层面。从耗能角度看，高耗能产业主要以大型机器设备为主，而低耗能产业则以

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由高耗能产业向低耗能产业发展

成为必然趋势（景普秋、张富明，2003），产业形式的不断变化会带来能源需求的逐步下降。能

源作为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投入产出系统中的投入变量，减少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对于改善

能源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

（2）环境层面。作为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附属品，环境污染排放严重危害着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并制约着能源生产率的提升。通常而言，高耗能产业还具有高污染排放的特

点，通过技术升级等方式推动高污染产业向低污染产业转型，促使经济资源由高污染、低技术

的产业转向低污染、高技术的产业（李春霄等，2017）。环境污染排放是投入产出系统中的产

出变量，污染产业的转型意味着在整个投入产出系统中非期望产出将会发生改变，从而对全

要素能源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

（3）经济层面。就附加值而言，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一般会带来低附加值。当通过资源

配置、技术创新等方式推动产业向低污染、低耗能的方向转化时，产品蕴含的技术含量也会相

应增加，即实现高附加值的生产。对于投入产出系统而言，高附加值对应高期望产出，从而影

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三）其他因素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除产业结构优化外，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也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产

生重要影响。一是能源结构。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能源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指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是：降低煤炭消费比

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能源结构

正朝着清洁低碳的方向发展①，这既是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核心，也是能源结构影响全要素能

源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清洁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创新，而科技的创新

发展势必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除生产研发的巨额投入外，清洁能源项目的实施也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Dominkovi et al., 2017），即增加投入产出系统中的资本要素投入。清洁低

碳能源与传统能源的本质区别在于污染排放的差异（Bretschger & Schaefer, 2017）。当能源结

构由以煤炭消费为主向以清洁低碳能源消费为主转型时，环境污染排放也相应减少。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非期望产出的减少能够提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当

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工业化进程是提高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高

耗能产业比重的增加，能源生产率增长可能会受到抑制。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

①丁怡婷.我国能源结构正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N].人民日报，2018-0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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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工业产业内部也朝着高效节能的方向发展。此外，经济发展越高的

地区，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在能源消费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使用清洁、低碳、高效的能

源，从而使得总能源消耗下降（陈媛媛、王海宁，2010）。因此，能源生产率可能会受经济发展

水平的影响（高振宇、王益，2006; Chang & Hu, 2010）。三是对外开放程度。随着对外开放程

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外商直接投资、外资企业的进入

会使得生产前沿面前移（魏楚、沈满洪，2007）。若大多数地区能够及时跟进生产前沿面的前

移，那么整体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就会上升；反之，若大多数地区跟不上生产前沿面的推进，

就会导致地区间技术水平的差异不断加剧，拉大其他地区要素投入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从

而阻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三、模型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以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优化为解释变量，以能源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优化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

构高度化进行衡量。考虑到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Metcalf, 2008; Jiang
et al., 2017），上一年份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可能会对当期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产生某种影

响，引入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滞后项更符合理论与现实。因此，本文将上一年的全要素能源

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模型如式（1）所示。

TFEPIi t = θTFEPIi t-1 + β1TLi t + β2THi t + β3ESi t + β4 PGDPi t + β5OPENi t + ηi + εt + μi t （1）
其中，TFEPIi t 代表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TFEPIi t-1 为上一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

TLi t 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THi t 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ESi t 表示能源结构，PGDPi t 表示经

济发展，OPENi t 为对外开放，ηi 为地区固定效应，εt 为时间固定效应，μi t 为误差项。 θ 表

示上一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回归系数，βi（i = 125）为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

由于引入滞后被解释变量，式（1）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全要素

能源生产率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可能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

关。此时，传统估计方法必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Arellano & Bond, 1991; Arellano & Bover, 1995; Blundell & Bond, 1998; Bond, 2002）。为解决

上述问题，本文采用 Arellano 和 Bond（1991）、Blundell 和 Bond（1998）提出的广义矩估计

（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Arellano和Bond（1991）指出，动态面板模型由于引入滞后项而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差分GMM（Diff-GMM）的方法来进行解决。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会

存在选取的工具变量较弱的问题。在Arellano和Bond（1991）之后，Blundell和Bond（1998）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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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系统GMM（SYS-GMM）方法，对一阶差分方程和水平变量估计方程分别选取相应的工具

变量，并同时对原估计方程和一阶差分方程进行估计。相对于差分GMM而言，系统GMM在

有效性和一致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即使不引入外在的工具变量，系统GMM也可以从变量

的过去变化中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魏国学等，2010）。本文首先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和

固定效应（FE）模型进行估计，并将估计结果作为参照标准，进而选择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模型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其中，差分GMM以滞

后两期被解释变量和所有解释变量为工具变量，而系统GMM则以滞后两期被解释变量和所

有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工具变量，以被解释变量两阶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工具变量。

在判断GMM估计结果是否有效时，Bond（2002）提出可以将GMM估计值分别与FE估计值和

OLS 估计值进行对比，如果 GMM 估计值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则认为 GMM 估计结果是有效

的。考虑到GMM两步估计得到的标准误能显著降低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偏差（Blundell &
Bond, 1998），故本文采用两步法进行估计。

（二）样本数据

本文以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为研究对象，共

计480个样本观测值，涉及五个变量，分别为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

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具体各变量测度如下。

1.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标

基于全要素思想构建的生产率指标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能源利用的动态变化。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DEA）由于不用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可以更好地模拟多投入多产出的实际生产

过程，为全要素指标的测度提供了方法保障（Cooper et al., 2000; Zhou et al., 2008）。本文在环

境技术分析框架下，采用基于全局参比的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构造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衡

量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假定有 K 个DMU（K = 1 2 k），包含 M 种投入要素，N 种期望产出和 L 种非期望

产出，对于第 i 个DMU，其投入产出向量分别记作 xi 、yi 和 bi 。Tone（2003）提出的 SBM 模型

以当期生产技术为基准，即技术前沿面是根据每一期所有DMU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的。由

于不同时期的生产技术前沿存在一定差异，基于不同的生产技术前沿测度得到的效率值会因

前沿面不处于同一水平而无法进行比较。为了实现不同时期跨期可比，Pastor和Lovell（2005）
提出了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计算模型，该模型将所有时期内的DMU混合成一个集合作为

参考集，并构建一个全局前沿面作为统一基准，在计算相邻两期的Malmquist指数时参考同一

前沿面，可对同一样本进行跨期比较。同时，由于被评价DMU包含在全局参考集内，故而全

局参比Malmquist指数不存在模型无可行解的问题。本文采用上述方法构建基于全局参比的

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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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km ykn bkl）为第 k 个DMU的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向量，（sm
x sn

y sl
b）分

别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用以表示投入过度或产出不足。 ρ的取

值范围为0~1，若 ρ = 1，表明此时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均为零，相反

地，如果 ρ = 0 ，那么此时该被评价单元在技术上是完全无效率的。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得到能源投入的松弛变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指数。借鉴Hu和Wang（2006）的测度思路，在DEA框架下，全要素能源效率（Total Factor Ener⁃
gy Efficiency, TFEE）可以采用目标能源消费量与实际能源消费量之比来表示，具体如式（3）所
示。其中，TFEEk

t 表示第 k 个DMU在 t 时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Ek
t 为实际能源消耗量，sk

t

为能源投入的松弛变量，Ek
t - sk

t 即为目标能源消费量。如果能源投入的松弛变量为0，则全

要素能源效率为1，此时能源效率最高，随着松弛变量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也随之下降。

TFEEk
t =

Ek
t - sk

t

Ek
t

（3）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可以直接用 SBM 效率测度模型表示（Zhou et al., 2008; Cook &

Seiford, 2009）。假定 TFEE
g
（xt + 1 yt + 1 bt + 1））和 TFEE

g
（xt yt bt）分别为DMU基于 t + 1时期

和 t 时期的能源参照所有各期总和得到的效率值，则从 t 时期到 t + 1时期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指数（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Index, TFEPI）可以表示为式（4）。
TFEPIg( )xt + 1yt + 1xtytbt + 1bt =

TFEE
g( )xt + 1yt + 1bt + 1

TFEE
g( )xtytbt

（4）

本文以资本、劳动、能源为投入变量，以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为期望产出，以二氧化硫、二氧

化碳作为非期望产出。其中，资本投入采用资本存量，按永续盘存法测算。在资本存量的核

算中，折旧率的选择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贾润崧、张四灿，2014）。本文借鉴单豪杰（2008）的
方法，采用10.96%的折旧率核算资本存量，以2000年为基期。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能源

投入采用能源消费总量，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测算。相关数据来源于《新

中国六十年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数据库、EPS全球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统计年鉴。二氧化

碳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二氧化硫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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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2.产业结构优化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地区内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产业结构日趋合

理，同时不同产业形态之间的演变也会改变产业结构高度化。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

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进行评价（周振华，1992；苏东水，2001）。
（1）产业结构合理化。基于偏离均衡的思想，部分学者采用结构偏离度指标衡量产业结

构合理化程度（傅元海等，2014; Yu et al., 2017），但这一评价方法尚未体现不同产业的相对重

要性。而基于相对熵的概念，以考虑不同产业相对重要性的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Brülhart & Traeger, 2005; 干春晖等，2011; Zhang et al., 2015；吴万

宗等，2018）。本文以泰尔指数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如式（5）所示。

TL =å
i = 1

n

( )Yi Y lné
ë
ê ù

û( )Yi Li ( )Y L （5）
式（5）中，Y 表示地区产值，L 为就业人数，i 表示某省份三次产业中的某一具体产业，n 表示

产业个数，TL 表示泰尔指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逆向指标。 TL 值越小，意味着产业结构越

合理。相反，TL 值越大，意味着产业结构偏离理想状态较远。若 TL = 0，此时产业结构完全

合理，若 TL = 1，此时经济处于完全失衡状态，产业结构完全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原有资源

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新增资源也多被配置到劳

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份额不断上升，不同产业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共同提高（刘伟、张辉，2008）。这意味着产业结构高度化不仅包含比例关系

的调整，还包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以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

化的衡量指标，如式（6）所示。其中，LPi 表示劳动生产率，参照刘伟等（2008）对其进行标准

化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TH =å
i = 1

n

( )Yi Y ´ LPi （6）
3.控制变量指标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三个因素。一是能源结

构。本文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作为能源结构的代理变量，用 ES 表示，相关数

据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特别说明，200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

的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2002年宁夏统计年鉴》。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地区经济发

展的指标主要有GDP、GDP增长率及人均GDP。人均GDP是居民收入的主要物质基础，它考

虑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

择人均GDP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用 PGDP 表示。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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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测算以2000年为基期，在实证分析中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

末人口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分省年度数据。三是对外开放程度。考虑到对外贸易

占中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大，参考杨正林和方齐云（2008）、Lv等（2015）的研究，本文以地

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用 OPEN 表示。地区进

出口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分省年度数据，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TFEPI

TL

TH

ES

PGDP

OPEN

样本观测值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平均值

1.010
0.270
0.739
0.687
2.050
0.320

标准差

0.088
0.158
0.667
0.250
1.497
0.396

最小值

0.627
0.017

-0.018
0.121
0.276
0.036

最大值

1.557
0.887
3.738
1.514
8.360
1.721

注：资料来源于作者测算整理。

（三）测度结果分析

1.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图2展示了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的测度结果，图3为2000-2015年

全国 TFEPI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1.2

1.1

1.0

0.9

图2 全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

省际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取均值TFEPI的结果。首先，从全国层面看，2000-2006年中国的

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均低于1，呈现负增长，2007年之后增长态势由负转正。从2007年开

始，除 2013 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超过 1.1 外，其余年份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均在

1.02~1.06之间。其次，从省际层面看，样本考察期内，本文所考察的 30个省份中有 19个省

份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大于1，呈现正向增长态势，其余11个省份呈负增长态势。增长

最快的北京和最慢的内蒙古增长幅度相差 10%左右，而增长位于倒数第二位的辽宁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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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但其与北京、上海等省份的差距较大。综上可以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的全

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态势由负转正，且各地区增长幅度存在显著差异。

图3 省际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

2.产业结构优化

图 4展示了样本考察期内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测度结果，图 5为 2000-2015年省际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分别取均值的结果。从全国层面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

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

一结果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且正朝着高度化的方向发展。从

省际层面看，各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按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

小到大排列，最小和最大的省份分别为北京和贵州，说明北京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而贵州的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产
业

结
构

高
度

化

全国 TL 全国 TH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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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较远。按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从小到大排列，最大和最小的省份分别

为北京和安徽。综上可以发现，北京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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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但产业结构合理化较低的地区，其高度化不一定处于较低水平，

如内蒙古。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正逐渐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方向发展，但空间非均衡

特征显著。

图5 省际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本文将从全样本、分时期

以及分地区三个层面展开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

如前所述，为了检验GMM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通过GMM估计得到的滞后被解释

变量系数与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系数进行对比，表 2报告了全样本回归

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TFEPIt - 1

TL

TH

ES

PGDP

OPEN

Cons

Hausman

AR(1) Test
AR(2) Test

Sargan

OLS
1.032***

0.073**

0.015
-0.029*

0.057***

-0.043***

-0.043**

Z值

82.440
2.350
1.360

-1.830
4.710

-3.960
-2.190

FE
0.877***

-0.031
0.063***

-0.056
0.031*

0.004
0.104**

3.73***

Z值

36.630
-0.540
3.940

-1.400
1.920
0.130
2.560

Diff-GMM
0.867***

-0.253***

0.078***

0.060*

0.001
-0.050***

0.112***

-3.390***

-0.187
27.066

Z值

48.380
-4.510
5.230
1.950
0.050

-6.220
3.820

SYS-GMM
0.941***

-0.163***

0.081***

0.018
0.014

0.030***

0.017

-3.342***

-0.069
27.509

Z值

44.280
-2.660
4.260
0.440
0.750
2.830
0.60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表3、表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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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以发现，系统GMM估计的滞后被解释变量系数位于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

之间，说明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是有效的。表 2中的差分GMM和系统 GMM的 Sargan检验

结果表明，P值均大于0.1，即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

过度识别问题。残差序列相关性的 Arrellano-Bond AR（1）和 AR（2）检验结果表明，两类

GMM 模型均存在误差项的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蒙特卡罗模拟实验表明，

在有限样本下，系统GMM比差分GMM估计的偏差更小，有效性更高（Blundell & Bond，1998），
因此在后文分析中，本文主要依据系统GMM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表2中，全要素能源生产率①的滞后项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证实上

一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将推动当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在解释变量中，首先，产业结构

合理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即能源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时，会出现从某一低能源

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能源生产率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产业转移的现象，从而带

来能源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说明产业结构在向高度化演进的过程中，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产业结构

向高度化的演进在产业内部体现为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向低污染低耗能产业转型，在产业之

间则体现为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发展。依赖新技术、新设备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发展成

熟，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能源结构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正的原因

可能是，现阶段煤炭消费仍然占据着能源消费总量的榜首，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

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是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推动全要素能

源生产率增长就应该完全淘汰煤炭资源。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在能

源结构调整部分特别指出，要做好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中国是

一个煤炭资源大国，而且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消费国，根据2018年国际能源署发布的《煤

炭信息2018：概述》，2017年中国煤炭产量为34.5亿吨，占世界煤炭总产量的45%。利用好现

有的煤炭资源，通过采用洁净煤技术、控制污染物排放等一系列方式，推动煤炭开发利用由过

去相对粗放向集约化转变，由高排放向低排放、超低排放转变，实现煤炭开发利用全产业链的

清洁化、高效化，同样可以达到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目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回

归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未

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发现与Chang和Hu（2010）、高振宇和王益（2006）的研究结论是一

致的。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被逐渐应用于生

①为了考虑生产率在各年间的动态变化，以及克服生产率指标在0附近变化不显著造成的计量不显著问

题，本文借鉴王兵等（2010）的做法，在分析时运用累积生产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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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工业产业内部朝着高效节能的方向发展，因此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可能会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居民更加注重环境质量问

题，更倾向于选择清洁、低碳、高效的能源资源，导致能源消耗下降从而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

率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这与施卫东和程莹（2016）的结论保持一致。随着对

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成为可能。因

此，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能会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二）分时期回归

通过前文的测算可以发现，中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长态势从 2007年开始出现了转

变，在2000-2006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呈负增长，自2007年之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呈现明显

的正增长态势。那么在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趋势转变前后，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

产率的影响是否也会发生转变？为了明晰这一问题，本文以2007年为节点，将样本考察期分

为2000-2006年和2007-2015年两个时期，分别探究在这两个时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

能源生产率的影响，表3报告了分时期的回归结果。

在2000-2006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即上一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有助于促进当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长。从影响方向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产生促进全

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效应。从影响强度来看，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产业结构

合理化的回归系数。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

用更大。从控制变量看，能源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可以提升全要

素能源生产率。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表3 分时期回归结果

变量

TFEPIt - 1

TL

TH

ES

PGDP

OPEN

Cons

AR(1) Test
AR(2) Test

Sargan

2000-2006年

Diff-GMM
0.250***

0.014
0.343***

0.234***

-0.493***

0.163***

0.297***

-1.687*

-0.879
18.499

Z值

4.670
0.170
4.510
3.140

-10.550
3.100
3.940

SYS-GMM
1.066***

-0.104
0.188***

0.333***

-0.088***

0.017
-0.348***

-2.654***

-0.266
22.023

Z值

34.610
-1.520
6.700
6.630

-4.910
0.620

-8.080

2007-2015年

Diff-GMM
0.637***

-0.341***

0.182***

-0.082**

-0.028**

-0.017***

0.340***

-2.734***

1.302
25.325

Z值

52.950
-12.390
16.910
-2.250
-2.480
-4.010
29.040

SYS-GMM
0.896***

-0.204***

0.145***

-0.085***

-0.050***

-0.003
0.137***

-2.872***

0.877
27.191

Z值

121.180
-4.350
28.820
-3.070
-6.420
-0.750
6.610

注：GMM估计的滞后被解释变量系数位于OLS和FE的滞后被解释变量系数之间，具体不再报告，表4同。

与上一时期不同的是，在2007-2015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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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强度相对更大，即产业优化对全要素能

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层面。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资源合理配置

是提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较为有效的途径。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使能源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

产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改变“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系统中资源要素的

配置比例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从控制变量来看，能源结构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越高，越不利于能源生产率增长，表明现阶段能

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方向的调整有助于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多地依

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尤其是那些以重化工业为主地区尚未突破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

赖。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正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方

向转变，这必将会带来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三）分地区回归

结构调整与优化对能源生产率增长影响的重要性可能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根据黄群慧和李芳芳（2017）、黄群慧（2018），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然而

在省际层面，仍有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是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钱纳里的工业

化阶段理论，重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工业化中期的典型特征，也是这些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量。在这一阶段，产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而“投资多、污染重、能耗

高”是重化工业的典型特征（胡志强等，2016）。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第二产业内部以汽

车、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高加工度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对能源等原材料

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二是工业化后期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地区逐渐

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甚至是后工业化方向发展。钱纳里认为，当经济发展到工业化后

期时，第三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

三次产业划分的意见，第三产业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其中，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服务

产业具有“低污染、低耗能、高附加值”的典型特征，若通过资源的调整促使能源资源向这类产业

流动，将会显著促进能源生产率的增长。然而，流通和服务部门在能源资源的使用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服务性行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

业能源消费量快速增加，已成为继工业和居民消费之后的第三大能源消耗领域（刘建翠，2011）。
若通过调配促使资源向能源消费较高的流通部门转移，则将不利于能源生产率的提升。

在具体的地区划分方法上，根据黄群慧和李芳芳（2017）的研究，本文将 30个研究对象

划分为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两部分进行分地区考察。表4报告了具体的分地区回归结

果。从工业化中期的回归结果看，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一年全

要素能源生产率有助于促进当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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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

区，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伴随工业产业内部重工业逐渐优化，

产业由高污染、高耗能向低污染、低耗能转型，再加上高加工度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比

重不断提高，生产得到的附加值大大提高，这一系列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举措都可能会促

使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只是作用尚不明显。在控制变量中，能源结构的系数为负，说明处

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其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越高，越不利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

长，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为负，但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4 分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

TFEPIt - 1

TL

TH

ES

PGDP

OPEN

Cons

AR(1) Test
AR(2) Test

Sargan

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

Diff-GMM
0.998***

-0.422**

0.010
-0.469
0.089
0.078
0.448

Z值

3.360
-2.070
0.060

-0.790
0.490
0.170
1.620

-2.265**

-0.310
7.386

SYS-GMM
0.940***

-0.288*

0.010
-0.156
0.082

-0.148
0.281

Z值

3.750
-1.000
0.050

-0.480
0.570

-0.370
0.910

-1.856*

-0.101
6.775

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地区

Diff-GMM
0.836***

-0.247**

0.149***

0.336***

-0.058
-0.079***

-0.080

Z值

24.920
-2.090
3.240
5.430

-1.120
-3.750
-1.580

-2.711***

-0.402
15.881

SYS-GMM
0.945***

-0.249*

0.122***

0.259***

-0.009
0.056***

-0.192***

Z值

28.840
-1.940
5.580
3.280

-0.370
3.090

-3.170
-2.648***

-0.139
16.089

与工业化中期不同，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地区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

意味着，当地区经济发展到工业化后期时，产业结构高度化能够显著地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

率增长。但从影响强度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强度大于产业结构高度化，说明对于这些

地区而言，产业结构优化同样也会通过合理化效应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长。能源结构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地区相对有足够的条件对现有的

煤炭资源进行清洁高效利用，因此合理利用好现有的煤炭资源也能够达到促进能源生产率增

长的效果。此外，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参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党的十九大对能源

作出的战略要求。面对能源供应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客观

要求，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能源生产率成为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也是解决能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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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本文以 2000-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

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评价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并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DEA 模

型测度了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进而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

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从而为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中国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提供

决策支持。

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从增长态势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但不同地区的增长幅度存在显著差异。第二，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增长。第三，分时期考察结

果表明，在2000-2006年，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主，

在2007-2015年，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层面。第四，分地区考察的结果显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该地区全要

素能源生产率的提升更多依赖于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对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地区而言，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有效推动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更好地实

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调整政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

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则在于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渗透

到传统产业的发展中，能够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促进能源生产率增长。但地方政府在制

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也应当因地制宜，如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而言，实现资源的合

理配置是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进而推动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提升的有效途径。而当地

区经济发展到工业化后期，即第三产业成为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时，要素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结构的不断升级对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双重效应愈发凸显。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

调整能源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配置的比例关系，将能源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

高的部门引流。另一方面，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带动全要素

能源生产率增长。

第二，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重点推动煤炭资源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发展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以

能源技术为支撑。在着力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的同时，也应做好煤炭资源的安全绿色开发和

清洁高效利用工作。虽然煤炭消费总量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在当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煤

炭资源仍然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因此实现煤炭资源的绿色开发、清洁利用也是能源结构

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尤其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地区，在煤炭资源开采方面，加大对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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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力度，并优先使用优质煤炭资源进行生产。在煤炭资源的利用方面，

大力发展和推广洁净煤技术，推进洁净煤技术产业化，从而达到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和改善

环境质量的双重效果，促进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

第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有选择地吸引利用外资也是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的助推

器。一方面，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地区可以吸收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以先进

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从而达到提高能源生产率的目标。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吸引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人才和优势资源流入，利用优势资源的集

聚效应提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另一方面，开放经济条件下，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往

往被引进和借鉴。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可以进一步吸引外资以及国外

企业落户本地，但在引入外资的同时也应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限

制措施，避免由于外资引入而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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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Growth

Peng Yinga and Liu Huajunb

(a: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mproving energy productivity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energy reform,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easures China's energ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total factor

theory, and reveal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in China changed from nega-

tive to positive,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From the results of full sample and sub-period

regressi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wards rationalization and heighten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of sub-regional regression imply that regions in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promoting

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At the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region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ationaliza-

tion and highl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suggest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promote the clea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coal resources

and attract high-quality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improve China's total factor energ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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